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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 3月香港特區政府為因應台灣一起殺人案件而提出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以下簡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從而引發一連串的大型示威遊

行與抗爭行動，其規模、頻密程度及衝突場面，均為前所未見。這場

翻天覆地的社會運動，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為起點，迅速演

變為一場抗議警察暴力和爭取普選的全民運動，短時間內使特區政府

陷入自回歸甚至開埠以來最嚴峻的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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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了解這場俗稱「反修例運動」的基本面貌及發展走向，我們

幾位來自不同學科的社會科學學者組成了一支研究團隊，從 6月 9日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開始，連續在各個遊行

示威場合進行現場問卷調查。但誰也沒有預料到月初的這場大遊行會

發展成曠日持久的抗爭，更無法預測後來在不同抗爭場合會遇上什麼

樣的狀況。起初，我們根據過往的研究經驗設計調查方法，但隨著示

威的持續和場景的變化，團隊在積極應變的過程中逐漸探索出一套更

有系統、更能涵蓋不同情況的調查方法，能儘可能客觀地呈現示威者

的人口特徵、參與動機和意識形態，務求減輕瞬息萬變的示威現場所

帶來的各種限制。

 調查方法

研究團隊在反修例運動的示威現場進行了 25次問卷調查，期間

自 2019年 6月 9日至 10月 20日，總共回收 16,063份有效問卷，部

分研究成果已發表（Lee, Tang, Yuen and Cheng 2019; Lee, Yuen, Tang 

and Cheng 2019）。基於資源調配問題以及事前對行動參與人數和重

要性的評估，個別遊行如 7月 7日九龍遊行、7月 13日上水遊行、8

月 3日旺角集會等因而未納入調查。

 抽樣方式

示威現場無法以電話號碼作為抽樣框架（sampling frame），要

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就必須以抗爭空間作為框架，並確保樣本在

地理位置上平均分佈，這是香港學者在過往研究七一遊行、六四燭

光晚會，以及雨傘運動時所遵從的原則（Chan and Lee 2008; Lee and 

Chan 2013; Lee and Chan 2018; Cheng and Chan 2017; Yuen 2018）。團

隊的抽樣設計為：每次示威遊行前，團隊會先估計抗爭行動大概的範

圍或路線，然後指示訪問員在一個特定範圍內，或在特定路線上，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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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他們遇見的第 10個人填寫問卷，如遭拒絕，則會邀請之後遇見的

第 10個人，如此類推。可是，在我們區分的三種示威類別中，由於

參與者各有其不同的流動方式與空間分佈，而抗爭的形態也可能出現

突如其來的變化（例如 7月 1日遊行演變成包圍立法會行動），因此

抽樣方法須按照現實情況加以調整，其大要如下：

（ I ） 大型遊行：先把遊行路線劃分成數個區段，沿途設置臨時

終點。訪問員被分派到各個區段，跟隨遊行人士前進，並

在行進中進行問卷調查，直到臨時終點為止。

（ II） 大型集會：先把集會空間劃分成數個區域，訪問員被分派

到各個區域，繞圈步行，沿途進行問卷調查。

（III） 流動性集會：與（II）基本相同，但由於這類別示威的流

動性較高，現場指導人員會按實際情況安置訪問員進行問

卷調查。

每一次現場調查都會安排 2至 3名指導人員，並依預期參與人數

安排 10至 25名訪問員。訪問員須使用通訊軟件WhatsApp回報其實

時位置，以便指導人員掌握各人所在地，隨時作出調配，確保抽樣能

夠充分反映示威現場的實況。訪問員須佩戴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院所發出的證件，以資識別。

訪問方法

在八月之前的示威遊行現場調查，團隊分別使用了兩種問卷調查

方法—網絡問卷和紙本問卷。受訪者可以用手機掃描訪問員提供的

二維碼，然後在他的手機上填寫網絡問卷。受訪者若拒絕使用網絡問

卷，訪問員會提供紙本問卷，讀出問題並記錄回應。紙本問卷的訪問

一般需時 10分鐘，拒絕訪問的人數亦會被記錄。

使用網絡問卷能快速且有效地收集更多樣本，但受訪者若不願

使用手機，則仍需仰賴紙本問卷，以確保樣本能充分代表整體遊行人

士的特性。但由於短時間內無法招募更多訪問員去收集更多的樣本，



166　台灣社會學第 38期

因此，如何透過一個小型團隊去最大化樣本數，便成為團隊最大的挑

戰。所幸網絡問卷軟件 Qualtrics操作簡易，受訪者只需要掃瞄二維

碼進入問卷，便可以自行回答題目，讓訪問員可以有限時間接觸最多

受訪者。研究員也可以在 Qualtrics介面實時得知已經完成問卷及正

在回答問卷的人數，從而更有效編配人手。

然而，網絡問卷亦有其限制。第一，比較不熟悉現代科技的人，

其拒訪的機率亦相對較高，即使有訪問員的協助，亦未必能完成問

卷。第二，在當前的政治氣氛下，示威者須承擔更高的風險（政治或

法律後果），可能較不願意使用個人手機填寫網絡問卷。這兩個限

制可能會系統性地把部分示威者排除在調查對象以外，導致反應誤差

（response bias）。第三，網絡問卷需要穩定的網絡訊號，但在大型

示威中，網絡訊號可能因使用人數眾多或被干擾而變得緩慢或不穩

定。

由於網絡問卷有以上限制，即便是在手機使用如此普遍的今天，

紙本問卷仍不可或缺。

傳單問卷

傳單問卷首次在 7月 27日元朗遊行中使用，這次遊行是為抗議

7月 21日晚上元朗西鐵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而舉行。與之前的

示威不同，一方面，這次遊行未獲警方批准而形同非法集會；另一方

面，網絡上傳言白衣人亦可能再次出現。礙於安全考量，團隊調整了

調查方式，改為派發「傳單問卷」為主。方法是派四位有經驗的調查

員在遊行路線上，派發印有連結網絡問卷二維碼的傳單。當天大約派

發了 1800張傳單，至隔天中午截止時，總共收集到 235份有效回應

（約 13%回應率）。

經此一役，儘管團隊認為傳單問卷有明顯的缺失（例如抽樣程序

不夠嚴謹、回應率不穩定等），但由於派發傳單的接觸面更廣，有可

能減低調查員因挑選訪問對象而造成的選樣誤差，而被系統地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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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亦可能減少，因此，在 8月 4日的將軍澳遊行和西環集會，我

們同時使用了網絡問卷、紙本問卷及傳單問卷。而這兩次集會的經驗

顯示，加入傳單問卷的確能夠有效地增加樣本數；可是，我們也發現

一個小問題，就是參與者有可能將傳單再傳到未參與者手上並上網回

答問卷，對此，我們要求受訪者說出參與活動的確切時間和位置，並

限定二十四小時內回覆，以資區別。

樣本加權

訪問員會在現場調查完成後兩日內，透過網絡系統記錄問卷數

據。而傳單問卷則會在活動結束一兩天內截止收件後完成數據登錄。

表 1為透過三種問卷方法所收集到的樣本數據。

以上三種問卷調查方法都有可能出現系統偏頗的情況。但整體

上，我們假定年齡較大的受訪者使用網絡的程度比較低，網絡問卷

（包括面對面邀請作答及派發傳單）所呈現的結構會傾向年輕受訪

者，因此我們針對紙本樣本的人口特徵進行加權處理。

我們選取了 6月 16日維園—政總的 200萬人遊行、8月 4日將

軍澳遊行、西環集會、9月 15日港島（銅鑼灣、灣仔、中環）流動

集會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2。8月 4日的遊行首次混合使用

三種方法收集樣本。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嚴重警民衝突之後，9月 15

日的示威氣氛已經比較緊張，此時收集的樣本正好與 8月 4日加以對

照，以釐清混合方式的效果和局限。另外，表 2也納入 8月和 9月進

行的全港電話民調數據，以比較全香港與特定示威現場的人口特徵有

無差異。根據表 2，我們有以下幾點發現值得討論：

（1）紙本問卷的比例跟示威現場的狀況有關連：6月 16日大型

遊行的氣氛較為平和，大部分受訪者（69.7%）都願意以紙本問卷作

答。但到了 8月、9月示威者的情緒已比較高漲，警民衝突隨時可能

發生，便很少有人願意停下來回答紙本問卷。此時「紙本」和「網

絡」的重要性較為接近，在這意義上，以紙本作為「母體」來加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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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反修例運動現場調查概覽

示威日期 示威地點 示威類別
樣本
數目

網絡樣本
（面對面
邀請）

網絡樣
本（傳
單）

紙本
樣本

回應率
誤差
範圍 *

6月 9日 維園—政總 (I)大型遊行 285 N/A N/A 285 74.0% 5.8%

6月 12日 政總 (III)流動性集會 175 85 N/A 90 N/A 7.4%

6月 16日 維園—政總 (I)大型遊行 875 265 N/A 610 89.0% 3.3%

6月 17日 政總 (III)流動性集會 717 598 N/A 119 91.5% 3.7%

6月 21日
政總、警察總
部、稅務大樓一
帶

(III)流動性集會 316 184 N/A 132 87.8% 5.5%

6月 26日 愛丁堡廣場 (II)大型集會 418 164 N/A 254 90.7% 4.8%

7月 1日 維園—政總 (I)大型遊行 1169 686 N/A 483 83.1% 2.9%

7月 14日 沙田 (I)大型遊行 546 254 N/A 292 87.8% 4.2%

7月 21日 維園—修頓球場 (I)大型遊行 680 275 N/A 405 90.8% 3.8%

7月 27日 元朗 (I)大型遊行 235 N/A 235 N/A 13.1% 6.4%

8月 4日 將軍澳 (I)大型遊行 717 64 511 142 85.6%/
17.0% 3.7%

8月 4日 西環 (II)大型集會 555 106 338 111 92.7%/
16.9% 4.2%

8月 10日 機場 (II)大型集會 2309 N/A 2236 73 N/A 2.0%

8月 11日 深水埗 (I)大型遊行 412 63 272 77 N/A 3.9%

8月 13日 機場 (II)大型集會 485 N/A 485 N/A N/A 4.5%

8月 16日 遮打花園 (II)大型集會 632 N/A 632 N/A 15.8% 3.9%

8月 18日 維園 (II)大型集會 806 73 586 147 82.8%/
18.3% 3.5%

8月 25日 葵芳—荃灣 (I)大型遊行 372 7 297 68 91.5%/
9.3% 5.1%

8月 31日 中環、上環 (III)流動性集會 527 N/A 527 N/A 13.2% 4.3%

9月 8日 遮打花園—美國
駐港領事館

(I)大型遊行 337 32 231 74 94.6%/
14.4% 5.3%

9月 15日 銅鑼灣、灣仔、
中環

(III)流動性集會 911 209 524 178 83.8%/
13.1% 3.3%

9月 28日 政府總部 (II)大型集會 405 N/A 405 N/A 10.1% 4.9%

10月 1日 銅鑼灣、灣仔、
中環及香港各區

(III)流動性集會 640 N/A 640 N/A 13.3% 3.9%

10月 14日 遮打花園 (II)大型集會 662 N/A 662 N/A 16.6% 3.8%

10月 20日 尖沙咀 (III)流動性集會 921 N/A 921 N/A 19.2% 3.2%

註： 如果回應率有兩組數字，前者為紙本樣本及面對面邀請作答的網絡樣本，後者為傳單
的回應率。

* 誤差範圍：在 5%信賴區間（confi dence interval）內，以樣本數目代表香港人口數目下，
數值可能出現的誤差。當然，這調查只是以示威者為調查對象，並非香港整體人口的意
見調查，但考慮到難以得知遊行及示威人數作為真實人口的準確數字，我們計算誤差範
圍的時候，以香港整體人口為母體，以得出比較保守的誤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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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顯得重要。

（2）三種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性別、教育程度兩方面都沒

有顯著差異。

（3）6月 16日和 8月 4日受訪者的年齡，以「紙本」受訪者較

年長，「網絡」和「傳單」受訪者較年輕，達到顯著水準。這與前

述較年長的受訪者未必習慣用手機填問卷的傾向之假設相符，因此

對「紙本」樣本的人口特徵作加權處理就具有合理性。但是，9月 15

日同樣以三種問卷顯示的年齡分布，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結果，「網

絡」和「傳單」的受訪者較「紙本」受訪者年輕，達到顯著水準。一

個可能的原因是，隨著示威氣氛愈趨緊張，年輕受訪者對使用手機填

問卷愈有戒心，因此反而傾向選擇紙本。由於此次顯示年齡分布情況

並不符合加權處理背後的假設，我們並沒有對紙本的人口特徵作加權

處理。

（4）為了進一步檢視對「紙本」受訪者的人口特徵作加權處理

的可靠性，我們以 8月、9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進

行的全港人口調查的結果作對照。兩次的全港調查顯示參與過反修例

遊行集會的香港市民比例都在三成半到四成之間（香港中文大學傳播

與民意調查中心 2019）。對比之下，我們發現，在性別方面，除了 8

月 4日參與示威的男性略多之外，另外兩次無論是何種調查方式，男

性的比例都跟全港人口調查相若。

（5）值得注意的是，兩次全港調查均顯示曾經參與反修例運動

的受訪者，整體的年齡比現場調查的受訪者明顯較年長，教育水平

也相對較低。也就是說，從全港人口來看，年齡和教育程度是負相

關的。兩次全港調查顯示分別有 29.6%、34.8%曾經參與反修例運動

的受訪者是 50歲或以上。而在三次示威現場，50歲或以上的分別

為 18.2%、14.3%、13.9%。如果 6月 9日、8月 4日兩次只計算「紙

本」，50歲或以上受訪者分別佔 23.5%、24.0%。這印證了針對「紙

本」樣本作加權處理的基礎是相對可取的做法。全港調查顯示示威者

仍然比較年長，可能的原因有二：（一）在示威現場，不習慣做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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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年長人士比較容易拒訪；（二）由於全港電話調查將曾經參與

任何一場示威的受訪者都計算為參與示威人士，而 8月以後示威現場

的氣氛比較緊張，也比較以年輕人為主導，那麼如果把個別示威現場

的示威者與全港曾經參與示威的人口作比較，後者自然比較多年長人

士。

表 2的數據大體上支持了以「紙本」人口特徵為加權基礎的背後

假設。然而這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例如 9月以後不少示威者

出於風險考量而選擇以紙本作答，就使得紙本的加權基礎失效。

誤差與限制

三種調查方法的「混合」使用有效增加樣本的代表性，但亦面臨

一些方法上的問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研究的選樣誤差（selection 

bias）問題。選樣誤差是訪問員在有意或無意下，系統性地排除個別

特徵人士參與調查的結果。例如，年輕的訪問員可能較傾向邀請年輕

示威者進行訪問，而訪問員亦較傾向與看似友善的人交流。

Stefaan Walgrave和 Joris Verhulst（2011）提出一個有效減輕選樣

誤差的方法，是由現場指導人員「定點」挑選受訪者。這個做法的好

處是能減少訪問員按主觀的個人偏好抽樣，確保問卷調查嚴格按照抽

樣方法進行，但在近期的香港示威中卻顯得不切實際。首先，這個做

法需要大量的指導人員，但在有限時間內團隊無法組織大量人手。更

重要的是，香港的大型示威往往有數以萬計人士參與，在人頭湧湧、

插針不入的街道上，「定點」挑選的做法基本上難以實現。

最後，團隊決定交由訪問員進行選樣。為了確保訪問員跟隨抽樣

原則，每次現場調查前都必須進行訪員訓練，講述研究問題及抽樣過

程。我們要求每位訪問員每小時最多只能收集 10至 15個樣本，以確

保樣本是來自散佈在示威現場不同位置的受訪者，而不是集中在某些

團體（因為同儕之間通常有類似的想法）或人群。

另一個是樣本的排除性問題。一般來說，大型遊行和集會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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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
較
全
港
調
查
、
現
場
調
查
、
各
種
現
場
調
查
方
法
的
人
口
特
徵
之
差
異

全
港
調
查

（
8
月
）

全
港
調
查

（
9
月
）

現
場
調
查
（

6
月

16
日
）

現
場
調
查
（

8
月

4
日
）

現
場
調
查
（

9
月

15
日
）

所
有

樣
本

紙
本

網
絡

所
有

樣
本

紙
本

網
絡

傳
單

所
有

樣
本

紙
本

網
絡

傳
單

曾
經
參
與
任
何
所
修

例
示
威
（

%
）

36
.4

42
.2

不
同
問
卷
來
源
（

%
）

69
.7

30
.3

19
.8

18
.7

61
.5

19
.5

22
.9

57
.5

性
別
：
男
性
（

%
）

50
.1

48
.4

50
.5

49
.5

52
.8

58
.0

61
.8

56
.7

57
.2

51
.0

53
.4

50
.2

50
.6

年
齡
層
（

%
）

**
*

**
*

**
*

**
*

**
*

**
*

**
*

**
*

　
19
歲
或
以
下

10
.5

6.
7

15
.6

12
.8

22
.3

7.
8

5.
6

7.
6

8.
6

10
.1

12
.9

8.
6

9.
7

　
20
至

29
歲

27
.2

21
.3

34
.6

30
.2

44
.5

49
.2

45
.8

52
.1

49
.3

46
.4

59
.0

46
.8

41
.8

　
30
至

39
歲

18
.7

20
.5

21
.9

23
.4

18
.5

18
.3

14
.4

20
.6

18
.7

20
.1

20
.2

15
.3

22
.0

　
40
至

49
歲

14
.1

16
.7

9.
6

10
.1

8.
3

10
.4

10
.4

10
.5

10
.3

9.
7

6.
1

9.
6

10
.8

　
50
至

59
歲

15
.0

18
.6

10
.8

13
.5

4.
9

10
.0

14
.0

8.
0

9.
5

8.
5

1.
7

6.
7

11
.4

　
60
歲
或
以
上

14
.6

16
.2

7.
4

10
.0

1.
5

4.
3

10
.0

1.
3

3.
6

5.
4

0.
0

12
.9

4.
2

**
*

**
*

**
*

**
*

**
*

**
*

**
*

**
*

年
齡
層
平
均
值

*
3.

4
3.

7
2.

9
3.

1
2.

3
2.

8
3.

1
2.

6
2.

7
2.

7
2.

2
3.

0
2.

9
教
育
程
度

　
大
專
或
以
上
學
歷

　
（

%
）

49
.7

49
.3

68
.3

67
.7

70
.1

77
.4

69
.7

76
.8

80
.1

83
.5

80
.9

81
.0

85
.5

* 
 年
齡
層
平
均
值
的
數
值
，
來
自
把
受
訪
者
的
年
齡
層
分
為

6
組
，
由

1=
19
歲
或
以
下
，
至

6=
60
歲
或
以
上
。
年
齡
層
平
均
值
即
是
該
次
調
查
受
訪
者

年
齡
層
的
平
均
數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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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對象往往限於參與和平遊行和集會的人士，而持續進行後續行動的

較「勇武」的示威者，則未必能夠充分反映他們的參與。首先，為了

保障訪問員的安全，我們要訪問員儘可能避免在最前線進行調查。例

如 6月 21日只要求訪問員在警察總部外面進行訪問，因而未必能夠

訪問到站在最接近警總大門的示威者。又如 7月 1日只在日間進行訪

問，而晚上衝撞立法會的參與者就未能接觸到。其次，激進示威者往

往較為緊張，亦有較多保護裝備，他們比較可能拒訪。因此，整體而

言，我們相信激進示威者在調查樣本中所佔比例，應稍低於他們實際

所佔比例。

最後不得不提受訪者對團隊的信任問題。在香港，以往類似的

示威現場調查，一般都有超出國際水平的回應率（例如 2014年雨傘

運動的現場調查，就曾出現過 90%以上的回應率），當中原因相信

與香港缺乏民主制度有關，示威群眾希望透過民調反映其訴求，因而

比較「敢言」。但是，在反修例運動中，尤其是後期的遊行集會，警

方大多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而出現在示威現場將被視作「違法行

為」，因此即使參與集會，亦傾向拒訪，有的甚至懷疑團隊人員的身

份，害怕留下資料會被秋後算賬。例如 6月 17日包圍特首辦的集會

便有示威者不明所以，在 Telegram上呼籲不要接受調查。雖然後來

有人為團隊澄清，但亦難以完全消除示威者的疑慮。為了讓受訪者更

信任團隊，我們後來在印有二維碼的傳單上，臚列了大量參考資料，

包括團隊成員刊在報章上的文章，也加入了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及民意

調查中心的聯絡方法，供有疑慮的市民查詢。

結語

近十數年來，世界各地頻密地爆發大型的示威遊行，令人印象深

刻的包括 2010年代初的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運動、2013年烏克

蘭的廣場革命、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這些抗爭雖然源於不同

的深層矛盾，但其形態有著不少共通點：突如其來、規模龐大、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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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化、依賴社交媒體等。這些形態同時為學者帶來不少新的挑戰，令

傳統社會科學的研究工具難以發揮效用。

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有著類似的特質，正如一些外國媒體

曾把香港是次運動稱為流水革命（Water Revolution），遊行集會的形

態也的確流動多變，作為研究者，我們的調查方法，在盡可能滿足傳

統方法學上的要求的同時，也要不停作出適應和調整。

橫跨數月的抗爭行動，一方面為香港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另一

方面意外地為學者提供足夠的時間，取得寶貴的數據，去呈現反修例

運動的面貌和演變。團隊期望以上從二十多次的現場調查中整理出來

的田野觀察，能為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供作參考，探索更為完善和規範

的研究方法，回應屬於這個時代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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